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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年 2月至 3月间围绕吴英案的公众争论是本文观察对象，公众利用并
借以形成公共意见，以及通过互联网操纵的话语策略，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批评话语分

析有关话语即社会实践的观点以及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是本研究的前提；以此

为出发点，文章结合话语的复杂性以及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发展讨论这些被利用的话语策

略，发现网络新媒体手段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而这一促进作用由于话语策略被

有意识地用作社会实践而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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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吴英原系位于中国东南浙江省的私营企业本色控股集团负责人，其于 2005 年 5 月
至 2007年 2月间以高额利息为承诺从 11位投资人处集资 7.7亿元人民币（当时约合 1.218
亿美元）。吴英于 2007年 2月因涉嫌金融诈骗罪被捕，2009年 12月 18日，因其非法集
资所得的 3.8 亿元人民币无法归还，并大量欠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
吴英死刑。吴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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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日驳回吴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此案期间，对吴英的判
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包括律师、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精英。 
例如，2012年 2月 4日，在吴英的上诉被驳回两周之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

席经济学家张维迎于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呼吁大家保护吴英。两天之后的 2
月 6日，新华社发表了两篇文章，八名专业人士就此案涉及的法学、经济学与金融问题
进行了探讨。此外，法律界大腕陈中天、徐昕，经济学界大腕张曙光、刘小玄等纷纷表

达吴英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与此同时，李开复、潘石屹、薛蛮子、陈劲松、易中天

等社会精英人士分别通过自己的微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徐昕在微博上发表的一项民意

调查吸引了 20000名网友参与，其中 94%的人表示吴英罪不至死。 
尽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发言人于 2月 7日声称其判决的正确性，但公众似乎赞

同另一种对立的意见，即认为吴英并未犯需要如此判罚的罪。这种公众意见，嵌入于公

共领域中由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实践构成的公共话语之中，“形成了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民众

手中的强大政治武器”（Ku，1999：6），因而具备了形塑公共领域文化与政治的话语力
量。就吴英案而言，如后来的结果那样，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仔细复核，于 2012 年 4 月
20日驳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该案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从学术角度来看，吴英案的研究与讨论领域涉及大众传播学在内的多个社会科学学

科。而此案对笔者研究兴趣的意义在于话语与公共领域的辩证关系。总体来讲，最高法

院的判决与公共讨论形成的公众意见之间的关系是要探讨的问题。具体来讲，是要探讨

话语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实践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了寻求答案，笔者将集中审视这

个过程中的话语策略，比如：公众在表达意见时采用了哪些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又

是通过何种方式使公众发声的？通过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希望能够帮助认识话语与中

国公共领域发展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2. 与公共领域相关的话语概念 

话语与公共领域为本研究涉及的两大基本概念。这一节我们主要探讨话语，下一节

则关注公共领域。因话语在多个学科中被讨论，故在此我们只讨论其与公共领域相关的

核心内容。对本研究而言，话语的两个内容需要特别强调：（1）话语具有建构性的特征，
（2）公共意见是通过话语形成的。 

话语与公共领域是相关的，这一理念源自批评话语分析实践对话语的认识。作为一

种语言学思潮，批评话语分析的源头为福勒的批评语言学（Fowler，1991），即对话语的
批评性分析（见奇尔顿等人 2010年关于话语理解的评论文章）。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
可以是使用中的语言，如文本和谈话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Fairc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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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dak，1997：258），或者是社会实践的符号元素（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
38）。基于以上观点，话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显著的，正如霍尔（Hall，1997：
44）所作的福柯式的总结那样，“话语建构主题，定义并制造我们知识的对象。话语支配
着有意义地讨论和推导话题的方式，同时也影响着思想被付诸实践以及被用来规范他人

行为的方式”。这一论述与批评话语分析中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异曲同工：“话语既具有

社会建构性，同时又被社会所约束——它建构了情境、知识对象、个人及群体的社会身

份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 & Wodak，1997：258） 
话语的建构作用对于研究公共领域是有意义的，因为话语成为源于公共领域的公众

意见的表现形式。公众意见很大程度上是集体观点和意见的混合体；它是大众的普遍看

法，但也是每个特定时期人们所认为的普遍舆论的建构体。这与本研究特别相关。因此，

公共意见首先由使用中的语言（以文本或谈话的形式表达的想法）构成，但又不仅仅只

有这一种构成要素。因为公共意见由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形成的集体意见构成，它

导引公众的注意力，同时也形塑了公众的观点。故而公共意见由话语建构而成，换言之，

公共意见“形塑文化及公共领域的政治，同时也被文化及公共领域的政治所形塑”（Ku，
1999：8）。 
因此，话语经由公共意见嵌入公共领域。考虑到话语与公共领域的紧密关联，顾（Ku，

1999：8）定义了三个特征：（1）公共意见源自有意义的实践过程，这些意见的含义受制
于相关活动者的解读，（2）公共意见嵌入于公共话语之中，亦即公共话语为公共意见的
建构留有话语空间，（3）公共意见的形成与话语条件有关，取决于语言与词汇的流行程
度以及某些可普遍识别的符号所带有的含义。 
在顾如上观察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提出话语的建构作用与在不同语言形式中做

出选择的社会活动者或机构的参与密不可分。这些社会活动者具有机构依附性、价值负

载性以及利益驱动性，他们通过选择特定的词汇、小句类型、语体、风格以及模式来实

现自身的权力并传播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话语发挥社会实践的功能，依据特定的价

值观念再现社会事件，也根据不同需要建构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基于这些思考，本研

究提出如下问题：公众采用了何种话语策略来形成公共意见？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方向

来探索吴英案。 

3. 公共领域的中国概念 

我们现在转向公共领域的概念。就本研究而言，公共领域可被理解为“交流信息与

观点的网络”，这个网络最终将信息和观点转塑成公共意见（Koller & Wodak，2008：1）。
如此理解公共领域的概念实际上概括了公共领域的三大特征：第一，公共领域代表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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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机构、中介和/或精英阶层面貌出现集合体，即公众；第二，公共领域体现出公共讨
论是一个具有理性和批判精神的过程；第三，公共领域涉及所有与社会成员切实相关的

问题。我们将从下文涉及的关于吴英案的公共讨论中具体观察到这三大特征，例如，参

与讨论的集合体包括专家与精英人士，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所涉及的问

题，尽管多样，但也都是当前社会人们关注的问题。 
尽管理论发展日新月异，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阐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Wright，2008；Koller & Wodak，2008），对中国学界亦是如此。哈贝马斯的著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文版于 1999年出版，他的公共领域观念在 20世纪 90年代后
得以广为流传。当公共领域的新概念投射到中国语境中时，有些历史学家发现在中国的

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出现过与哈贝马斯定义相似的公共领域。王笛（1996）在审视晚清
长江上游地区的公共事务时发现一些民间组织、官方组织以及后来出现的报纸具备公共

领域的特征。王笛认为这些组织充当了民间与官方之间的中介渠道，也相信公共领域曾

存在于那段历史。周松青（1998）在研究上海的公共事务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其他史学家在辨析中国历史上公共领域的踪迹时更重视报刊的作用。例如，彭垒

（2007）在研究 19世纪 20年代与 30年代的《生活》和《大众生活》两份由中国知名记
者邹韬奋主编的周刊时认为，它们设置的读者信箱专栏可被视为中国公共领域的雏形。

他认为，这个专栏发表的读者来信有助于公共意见的发出，因此对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出

现有所贡献。沿着这种将大众交际作为考察公共领域首要观测点的研究线路，似乎有一

种共识，即随着 BBS、博客、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中国存在一种“互联网公共领
域”。我们将在下一节的案例分析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倾向。 
在中国学术界研读公共领域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讨论。

正如上文所示，有些人相信中国社会存在公共领域，无论是在历史上以报纸或以民间－

官方间的中介组织形式存在，还是现代的以互联网的形式存在。然而，也有另一些学者

认为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他们的论点如下： 
第一，中国不是市民社会，对于公共领域非常关键的批判精神市民还不具备。究其

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行政机构让人们能够自由发言的空间有限。第二，在政治实

践中，国家与公民间没有清晰的划分，结果便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个传统与哈贝

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某种界面）并不一致。最后，在中国，诸如报

纸等媒体并非由私人管理，因此也不是不同声音的场所，而言论自由对于哈贝马斯定义

的公共领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介于这两极之间，历史社会学家黄宗志称之为“第三领域”。严利华

（2010）提到，黄宗志坚持认为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用来探究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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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西情况有别，这一概念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代来看并不适用于中国。他提倡

摒弃将国家和社会二元划分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第三领域和社会”的模式。

所谓“第三领域”是一个政府与公民都积极发挥作用的空间，其中，国家以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的形式发挥主要作用。 
“第三领域”模式作为一个理论创新，受到积极评价，因为这一提法部分地遵循了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述，但是建立在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仔细观察的基础之上（参

见张常勇，2012）。同时，引起广泛讨论的互联网形式的公共领域也得到了认可。在同一
篇文章里，张常勇（2012）指出，“互联网公共领域”这一术语确实反映了中国公共领域
的实际情况，可以被认为是发展并且重构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然而，尽管它已

经逐渐发展为一个既定术语，互联网公共领域依然有待进一步探索。可以肯定的是，从

话语分析视角的研究并不多见，比如，人们在互联网发声采用了哪些话语策略？对此，

我们将借助吴英案的分析进行探索。 

4. 话语策略 

这个部分将回答前面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1）公众使用哪些话语策略形成公共意
见？（2）公众用什么方法传播自己的声音？对所有话语策略的观察都将结合当下中国公
共领域的语境进行，但第一个问题侧重公共意见表达的语言层面，第二个问题侧重与新

媒体操作有关的社会层面。 
我们以吴英案的公共讨论为语料进行研究，特别关注社会精英以公共演讲、受邀演

讲、访谈、博客及（或）微博、新闻媒体报道及评论等形式呈现的文字或谈话。语料的

时间范围从 2012年 1月 18日吴英的死刑判决移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至 2012年 2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公众做出回应。 

4.1 公共意见形成中的话语策略 
公共意见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这一理论前提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有关吴英案的

公众讨论中，话语在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中参与甚深。理论上，正像怀特（Wright，2008）
指出的，若人们不能或不去交流，就不能说有公共领域的存在。在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历

并目睹了这样的交流。观察围绕吴英案的公众讨论，我们发现特定的策略对公共意见的

形成至关重要。我们将从及物性、模式、修辞格及语境重构四个方面来讨论话语策略。 
1）凸显关系过程 
在序言部分我们提到了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的

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提到，吴英是特权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种经济制度不应是市场

经济的基础，以下两段内容是他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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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

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

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 11个给他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
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

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吴英案例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

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

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

因为吴英的死刑是对中国改革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

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阅读这两段内容，我们会发现很多从句都包含了“是”“意味着”“有”这一类的动

词。这类动词表明人们运用语言表现世界的方式具有稳定而非多变的属性与特色，同时

表明了被人默认为是事实的客观性（可参见 Kong，2001：492）。语言的这种功能可以在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中找到说明。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语言被认为具有通过及物性（即

不同的动词句型）再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元功能。韩礼德（Halliday，1994）将及物
性划分为六种类型：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

上面提到的三个动词属于关系过程，它们具有将外部世界再现为“状态”的功能，而不

是像物质过程那样再现为“动作”，因而体现出对事实的陈述动态不足而确信有余。 
    例如，在“吴英的死刑是对中国改革倒退”这句话中使用“是”这个动词，张维迎
将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倒退再现为一个事实。他将“吴英的死刑”（韩礼貌德所说的“标

记”）与“中国改革倒退”（韩礼德所说的“价值”）联系到一起。这种表达方式表明说话

人认为自己的陈述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如此的客观性也进一步预示出所陈述的事

实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从这个“是”字的使用，可以悟出言者言谈之中体现的对

所作陈述的确信。 
这种通过关系过程将事件再现成不太容易变化的方式不仅出现在这位经济学家的

个人陈述中，同时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社会精英的微博当中。例如，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

长王巍在其微博中称“吴英被判死刑是法律的耻辱”，他还说“将银行系统的不足归咎于

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所有这些陈述都以关系过程的形式出现，都表达了一种意思，即

所谈之事是一个确定的、不易改变的事实。 
2）情态的运用 
虽然将客观性赋予所再现的事实之上，但张维迎在演讲中并没有掩饰自己对吴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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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相反，他所谈论的事件中夹裹着一种个人因素。下面会看到，他通过运用情态

及情态附加语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 
简而言之，“情态”指的是正负两极之间，即“是”与“不是”之间的语义空间。

情态可以通过句子中动词词组的第一个动词来表达（韩礼德所说的“限定性动词”），或

者通过评论附加语（情态附加语的一种）来表达。依照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主语部

分是句子正当性的落脚点，而说话人则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限定性动词在时态和极性两

个层面提示个人主张的正当性（情态）程度。换言之，通过限定性动词，说话人能够表

达他对所述事件的态度。在演讲中，张维迎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 

 

这句话中的情态动词“应该”表明张维迎对“这是一个恶法”的陈述持同意的态度。

换句话说，当他表达非法集资“应该”说是一个恶法时，他暗示了对于自己观点的中等

（如果不是高等）程度的确定性，因此肯定了自己言论的正当性。 
这种以对所述事件的态度为依据的“情态承诺”（Thompson，2008：69）也可见于

评论附加语的使用方面。比如，南京晓庄学院教授邵建在质疑吴英案是否量刑得当时这

样写道： 
 
按照现行刑法，吴英肯定有罪。适合她的刑名有两款，一是《刑法》第 192条“集

资诈骗罪”，一是《刑法》第 176条“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非法
集资罪）。后一刑名最高刑期是十年，连无期都没有。显然，公诉人鉴于他所认定的该案

的严重性，便采取前一刑名提起公诉。我自己感到奇怪的是，如果是诈骗而且是数亿资

金的诈骗，那应该有很大一批数量的告状人，就像地方政府拆迁，会导致许多人到信访

办信访一样。如果这种场面并没有频繁见诸媒体，我宁可认为吴英触犯的刑律不是第 192
条，而是第 176条。她因为做得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公诉人必须越过第 176条甚至越过
第 192条来收拾她。 

 

    在这段摘录的文字中，“显然” 这个评论附加语表明说话人主观认为吴英很明显是
按照《刑法》第 192条被提起公诉的。他的理由如下：适合吴英的刑名有两款，一是《刑
法》第 192条，一是《刑法》第 176条，因为后一刑名最高刑期是十年，而吴英被判死
刑，很显然是按照前一刑名被提起公诉的。评论附加语“显然”的使用，较之使用“这

是明显的”这样的句式，表明说话人对自己的如上主观判断更公开地承担责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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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2008：69-72）。他对自己主观推理负责任的态度也为后面他提到的吴英案中
没有大量提出赔偿要求的人这种奇怪现象作出解释。情态中表达的主观参与，与关系过

程中体现的对吴英案的客观陈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公共意见的形成。 
3）修辞手段 
语言学家都认为修辞可以强化语言的力量。在我们的语料中，有这样一些修辞手段，

如反问句（说话人自问自答的形式）和换喻（部分代表整体或反之）。上文中引自张维迎

演讲的段落中，他就用反问句“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来引起人们对议题的关注，同时

也间接地强调自己的观点。通过运用这种修辞格，演讲者不仅使听众注意他将话题转向

了吴英的官司，同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用三个排比句“意味着……”也有力地增强了演

讲的力量：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

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 
这段话中的条件从句也收到了修辞手段的效果。比如，在设问“如果吴英的集资应

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时，说话人采用了一个辩论策略，

将责任设为论辩的主题（可参见 Wodak，2001：74）。这个论辩推理过程是：防止许多
人被判死刑是我们的职责，而如果我们履行了这个责任，我们就不必判吴英死刑。这种

辩论框架通过条件从句得以实现，也算是修辞手段的一种。 
语料中另一种具备修辞力量的手段是换喻。当探讨吴英案时，精英们经常会谈到民

间借贷。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民间借贷是合法的，吴英就得救了。这里，吴英被她的

所作所为所替代，类似于换喻中的部分替代整体或整体替代部分。可见，精英们的表述

的确可以实现换喻的效果。在这起案件中，吴英的判决源于她借贷数额之巨大（在这个

意义上和民间借贷产生关联），而一旦借贷在公众讨论中被证明是合理的，吴英也就得救

了。显然，要实现救吴英的目的，精英们在话语实践中试图将吴英的集资行为置于合法

的状态。这也说明为什么精英们强烈要求认可民间借贷。为此，他们将“地下金融”的

出现归因于银行更倾向为国企提供借贷，而对私企的借贷设置较高门槛。 
4）作为再情景化的转述 
再情景化是将文本从一个语境移出并置其于另一语境的话语策略。话语在被再情景

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意义，因此这也被认为是一种话语实践（van Leeuwen，2008）。
在我们的语料中，许多引文被置于新的语境之中，这种新语境不是上下文，而是诸如新

闻机构以及与这些机构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语境。比如，在新华社报道的那篇

文章中，提到了八位专家的言论，这就是一种话语被再情景化的话语实践，因为这些专

家对吴英案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被媒体机构用来与其自身的解读纠缠在一起。 
再情景化的现象在博客的虚拟世界里更为常见，因为一个微博通常可以包含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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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链接清楚地标明网址或名目，可跳转至另一篇微博或网页，使其获得上万的点击量。

关于链接的作用，梅尔斯（Myers，2010）认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提供
证据和证明，或者引起行动、答疑解惑，以及透露些另样的东西。梅尔斯同时指出，博

客圈目前仍和“主流媒体”密不可分，而这对我们分析吴英案中的再情景化问题具有意

义。一些微博将自己与权威部门、法律条文以及其他精英和专家的博客、微博相链接，

实际上已将自己的微博置于他人的语境之中，这种话语的再情景化给自己的微博增加了

分量，也使自己的微博更具有说服力。 
4.2 互联网操作中的话语策略 
在社会实践者通过新媒体发声的这个更大的语境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形成公共

意见的话语策略。例如，就微博而言，被操作的话语策略在技术层面有网上发帖及在线

投票，在社会层面有专家知识和声音的自下而上传播。 
1）网络发帖 
上文讨论过微博中的链接，除此之外，互联网技术提供的另一个优势是微博的网上

发送功能。中国的微博与推特相似，是为大众提供的一个发言与信息共享的平台。2012
年，中国约有 3.09亿微博用户建立了个人实时信息共享空间，他们在每条 140字的限制
内上传并更新信息，广泛而快速地在各自的粉丝群中传播。 
网上发帖覆盖面广，这在很多方面产生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它可以快速地向不同

社区的所有成员发送信息。当张维迎在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有关他

演讲以及听众长达一分钟掌声的消息已经被成千上万人看到了，这还不包括随后的网友

评论。通过微博广泛而快速传播的信息引起了博客用户们对这个有争议案件的注意和兴

趣。同时，网上关于此案的广泛发帖不断地带来可供讨论的新话题。例如，新华社的报

道也提到，名为“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天以极高的频率更新相关信息。这不仅促

使讨论持续发展，同时也归纳了不同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微博在网上实时发送

的最新信息导引着争论的发展方向。 
2）在线投票 
在线投票看上去与网络发帖相似，但又不尽相同，前者可以让意见更为集中。如果

网络发帖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将各种问题广泛传播的话，那么在线投票则从相反的方向

操作使各种意见趋于一致。就吴英案而言，在线投票提出的问题简单而直接：你认为吴

英是否当判死刑？徐昕在其微博发起在线投票后短短数日就有两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

94%的人认为不应当判死刑。投票的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公众的意见，并缩小了公共意见
的范畴。 

Web 2.0 的技术让在线投票成为可能，这也使人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发出信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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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鼠标，在多个选项中点击一个，人们便可以针对某个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许多人的

选项也迅速地被归纳成一个统计数据。这个数据化的结论进而通过微博在许多群体中传

播开来。在吴英案中，绝大多数（94%）不赞同判吴英死刑的投票结果在转发过程中被
更多的人所知晓。投票结果如此迅速地传播得益于互联网技术，正因为如此，投票结果

催生的公共意见也变得既为人所知又有影响力。 
3）专家之影响 
从公共领域的概念来看，公众是关键，这当然和公共意见源自公众有关，但这也不

是全部原因。在关于吴英案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公众本身对公共意见的形成就具有分量。

例如，专业人士的知识、社会精英的声望甚至是年长专家的年龄，一旦获得认可，都会

成为影响公共意见形成的象征力量。在博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大名”，包括李开复、潘

石屹、薛蛮子、张维迎、徐昕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名字和许多标签同行，如教授、专

家、经济学家等等，而这些标签则一方面显示其身份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预示其意见的

正确性。在这方面，甚至年龄也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资源。例如，有媒体在报道张思之

写公开信为吴英说情的新闻时，提到了他的姓名、年龄（85岁）以及“中国最伟大的律
师”“法学界的老前辈”等称号。所有这些人士的“大名”、有声望的教授和受人尊敬的

长者都被用作一种符号象征，以显示大腕们所表达意见的正确性和权威性。这种话语策

略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迎合了中国人尊重长者及信任专家的文化传统。 
4）声音自下而上传播 
互联网不仅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专家，也为草根人群及普通网民提供了便捷的渠

道。草根博客主及微博主数量巨大，他们无需别人许可就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而且在

发表意见和评论时非常活跃。他们发帖的力量源自他们发帖的数量。然而，观察吴英案

在互联网层面的操作，我们发现，在这些草根博主的言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之前，需要

获得权威的认可。有几种途径可以获得这种认可，其中一种就是这些博主们不断向上将

自己的看法推送给权威网站。换言之，草根博主们先在自己的微博发言，之后这些微博

的内容推动给权威媒体，直到最后权威媒体重述并总结转引这些微博。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微博才有影响。 
比如，新华社在 2月 6日发文评论了八位微博主的观点。无论在受众数量、新闻来

源还是公众形象等方面，新华社的分量与这些微博主的分量并不相当。简而言之，它们

在话语的秩序（福柯，1984）层面存在差距。但是，微博主自下而上出现在新华社报道
中的话语表明草根群体的意见不容忽视，一方面因为互联网时代让底层声音的表达变得

容易，另一方面因为这些草根群体数量庞大。经主流媒体报道后，这些草根的意见便可

以汇成潮流并变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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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华社，新浪网是也是一个主流媒体。以上我们提到的微博、会议以及论坛之

后都被新浪网这一主流媒体报道过。大众声音自下而上进行传播的可能性由两个原因造

就：第一，互联网很容易链接到不同的网页；第二，这种链接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主流

与草根之间的差异。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公共意见不断累积并发展，引起高层领导注意。

关于吴英案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温家宝总理（2012年 3月 14日）及最高法院发言人（2012
年 2月 7日）都曾在访谈中提到此案。 

5．讨论：话语、互联网与公共领域 

第四部分列出了我们在观察围绕吴英案展开的公众讨论时发现的一些话语策略。这

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发现与话语、互联网及公共领域的关联。我们首先来看公共领域。 
基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我们认为吴英案与公共领域在许多方面有关

联。就本研究而言，至少两种关联比较凸显：（1）这个话题及相关问题是大众所关心的，
（2）公共讨论的参与者具有社会属性。就第一个关联而言，可以发现许多讨论的问题都
是当时的热点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涉及的问题包括吴英的集资是否有罪，如果有罪，

是否当判死刑。也有些问题与经济相关，例如有经济学家指出，像浙江省这类经济发展

迅速的地区，从亲戚朋友处集资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涉及多个领域的讨论表

明公众（包括专家与社会精英）对此案的关注。这些经济学家、律师以及专家并非仅是

自然人，相反，他们具有社会和机构的属性，换言之，他们通过他们拥有的知识、社会

地位以及由名声和年龄体现的威望发挥着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吴英案与公共领域的这两种关联似乎满足了科勒与沃达克（Koller & Wodak，2008）

所定义的公共领域的两大特点：公共领域一方面涉及了少数专家（该案例中的经济学家、

律师、编辑等等），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是与每个人都相关的事情，它让人不得不主动

深入地思考它。我们观察到，围绕此案专家与社会精英在一系列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经由讨论中的理性思维，参与者最终使各家的观点形成一致认可的公共意见。 
科勒和沃达克（Koller & Wodak，2008：2）描述了哈贝马斯发现的 19世纪中产阶

级聚集在一起并参与到与双方利益相关的关键问题的理性讨论中。围绕吴英案的公共讨

论实际上与这个描述非常相似。公共讨论就像哈贝马斯（1996：83）进一步指出的：“我
们将意图转换为比率，反映出个体观点如何就与大多数人切身利益最相关的方面达成共

识。”（引自 Koller & Wodak，2008：2）在这个意义上，围绕吴英案的公共讨论可以被认
为是一个公共领域，它与局限于类似家庭这种较小范围的私人领域形成对比，在本质上

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借以传播信息与观点，并最终将这些信息与观点转化为公共意见。

然而，我们的研究所强调的是围绕吴英案进行讨论所使用的话语策略。我们发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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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利用的话语策略不论是语言层面的还是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体层面的，都在促成

公共意见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从话语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活动者参与

社会实践的常见形式。 
    公共辩论在中国不是新鲜事物。中国有句老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它在历史上常被
提及。为了更好地理解事实真相，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需要进行辩论。然而，公

共领域的概念在近年来才逐渐为国人所知。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对于表达自己的

观点的意识更强了（政治环境对言论也越来越宽容了），二是Web 2.0技术进入人们的社
会生活也使得人们随意地发声成为可能。第二个原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

与发展，我们称之为互联网公共领域（见第三部分）。Web 2.0技术让人们不仅能够通过
博客、微博等新媒体接收信息，同时能够传播信息。在吴英案中，这一技术为网民参与

民主对话并形成公共意见提供了更多机会。正如第四部分指出的，网络发帖与在线投票

这种话语策略都与互联网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Web 2.0技术和与之相
关联的新媒体促进了公共领域的产生。 
    最后，我们来看话语。我们在第四部分总结了话语策略，并且注意到社会精英利用
话语策略在公共领域中形成公共意见。这些话语策略实现了话语的构建特征。我们承认，

就形成公共意见而言，所列举的话语策略并不是全部。顾（Ku，1999）在观察香港 1992～
1994年政治体制改革过渡中形成公共意见的叙事特点时认为，虽然有些公共意见体现在
公共话语之中，但大部分公共话语呈现出叙事的形式，通过叙事结构将人类过去、现在

及将来的一系列事件串联成有意义的整体（Ku，1999）。与在叙事中完成公共意见的形
成和发展不同，我们的研究强调社会活动者有意地运用话语策略来发表意见。话语策略

是一个或多或少有意要实现某个具体的社会、政治或语言目的的行动计划，是语言运用

的系统方式（Wodak，2001）。在此基础上，我们强调话语策略在形成公共意见过程中的
意图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张维迎公共演讲中的修辞方式、微博中的链接以及在

线发帖和投票无不在意图的操纵下进行。其他话语策略，如关系过程的动词句型、情态

以及自下而上的发声，虽然意图性的操控成分并不明显，但这也仅是一种感觉的程度问

题。毫无疑问，这些话语策略同样有助于实现某个社会和政治目的，比如呼吁取消对吴

英的死刑判决。 

6．总结 

    通过观察 2012年 2月至 3月间中国大陆关于吴英案的公共讨论，我们探究了在公共
意见形成过程中以及在互联网操作层面使用话语策略的问题，发现新媒体通过话语的社

会实践促成了公共领域的发展。我们将这个发现具体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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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点在吴英案中非常明显：各种声
音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公共意见。共识的达成得益于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

及极具说服力的特点。新媒体使人们不必由于面对面交谈可能产生的尴尬而难为情，因

而起到了鼓励人们参与讨论和自由发声的作用。 
    2）话语策略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因而话语策
略不仅仅是语言使用的策略，而且涉及互联网操作中使用语言的问题。就前者而言，我

们发现了及物性、情态、修辞手段以及转述等话语策略；就后者而言，我们发现了在线

发帖、投票、专家的影响力以及自下而上的发声这些话语策略。所有这些策略都有助于

理解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实践。 
    3）新媒体与话语策略虽然重要，但脱离了参与者的象征力量也无法发挥如此重要的
作用。在关于吴英案的辩论中，专业人士运用自己的知识与专业特长进行理性论辩。他

们的社会声望与地位令自己的观点自下而上形成主流，进而引起高层的注意。如果参与

的人不是这些社会精英，这场公共讨论的结果未必可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不

去研究社会活动者在话语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发现。 
    4）社会活动者具有影响力，这也解释了在关于吴英案的公共讨论中公共意见为何可
以达成一致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由于公共意见最终会是“公正与正确”的，所以在互

联网公共关系这一语境中，涉及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可以形成一种对话性的理解。

但是，关于吴英案共识的达成不仅仅通过公共讨论实现，正如此项研究所显示的，社会

精英的象征性力量不容忽视，在公共领域开始形成时尤其如此。 
 

注释： 

① 本文译自《当代中国话语与中国社会实践》（Tsung & Wang. 2015.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in Ch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第三章（27-44页）。原标题为“Discourse and public sphere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Wu Ying lawsuit case”。感谢原书出版社和原文作者授权翻译出版该文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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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and Public Sphere in China: A Study of Wu Ying’s Lawsuit Case 
 

Tian Hailong,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ublic debate over Wu Ying’s lawsuit case during 
February and March 2012. In particular, it investigates discursive strategies the public makes 
use of to form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o operate with the Internet. Starting from the CDA 
premise that discourse is constitutive in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Habermas’ conceptualization of 
public sphere, the article further bring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deployed into a discussion in 
relation to the complex of discourse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her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et-related new media device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here in 
China, and its contribution is facilitated by the deliberate use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as social 
practice.  

Key words: discourse,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strategi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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